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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打制石器本身所含的人类行为信息比较有限，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应该引入文化生态学

的理论方法，从宏观的生态位、中观的遗址域和微观的居住面分析来充分提炼古人类觅食方式和资源利

用的信息。本文介绍了栖居（聚落）形态和遗址域概念的方法论及意义，并用墨西哥瓦哈卡河谷圭拉那

魁兹的研究案例来说明这些概念在人地关系研究和农业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文章呼吁旧石器时代考古

研究要从低端的分类描述转向人类环境和行为的重建，以期令我们的研究水准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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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human behavio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lithic remains themselves 

is limited,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should adopt cultural ecology, in which framework information 

of land use, foraging strategy and resource exploitation should be extract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 level exploration: macro-level ecological niche, medium-level catchment area and micro-

level living floor.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and 

catchment area analysis, using Guilá Naquitz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ir significance in exploring 

human adaptation and origin of agriculture. The paper argues that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cal 

studies should be shifted from lower level of artifact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to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ecology and behavior,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academic progres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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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随着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发现的增多和材料的积累，我们对此阶段文化的性质、

特点和发展脉络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由于我国大部分旧石器考古研究仍然以石制品分

类描述为主，而石器材料本身所包含的人类行为信息十分有限，因此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还

难以做到透物见人的历史重建。随着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展，我们认识到考古学的进展不

是以发现材料的积累为标志的。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 Renfrew）说，经历了大概

四十年，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美的考古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

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

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

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 [1]。

伦福儒将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

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问题和理论主导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指导寻找哪

些考古材料或样本；方法和技术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

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要求采集样本 [2]。这三个方面都是

彼此衔接，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特定的问题意识和严格的逻辑思辨，方法的选择和好坏

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只能是挖到什么就收集什么材料。有了理论和

问题的指导，采用哪种方法以及创造新方法就有了明确目标，而且田野发掘也对寻求和收

集的材料有了明确的选择和要求。

当下我们习用的石制品分类描述方法可以看作是 20 世纪上半叶国际学界流行的文化

历史考古学范式的体现。这种范式就是用器物类型学来定义考古学文化单位，从而构建考

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将典型考古学文化与史前的族群相联系。而在旧石器考古学中常

用“工业”指代“考古学文化”。这是因为旧石器时代遗存基本上都是石制品，无法像戈登·柴

尔德（V.G. Childe）要求的那样，用“总是反复共生的某些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

饰品、葬俗、房屋式样”来定义一种考古学文化 [3]。这一范式的探究主要局限在何人、何物、

何时与何地等问题上，作为经验性推理，处于“低层次通则”(low-level generalizations)[4]

或“惯例”（conventions）的层次 [5]。

1960 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提出了考古学要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

的口号，力求解决“为何”和“如何”的问题。科学化就是采用实证方法，运用科技手段

和学科交叉来提炼人类行为的信息，而人类学化就是要透物见人。美国过程考古学最成功

的方面是在遗址层次上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注重文化的功能和对环境的适应，从人地关系

的互动来重建社会变迁。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如何

采用各种文化手段来适应其环境的 [6]。因此，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如要在透物见人上更上一

层楼，就应该尝试采用新的考古学范式。这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从发掘和分析中尽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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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与石制品组合或石器工业共生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信息，将石制品研究与狩猎采集者的流

动方式和生计形态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突破石制品分类描述的窠臼，建立起以遗址为

中心的研究范式，严格进行数据提取与分析，将静态的器物观察变为史前人类行为的动态

解读和社会文化重建。

本文将从栖居形态和生计形态两个方面来谈谈方法论的问题，以期为打制石器的传统

分析引入新的观察和分析维度。由于世界各地发展出的文化适应系统有别，有些遗址虽处全

新世，但文化面貌反映的是狩猎采集者的行为（如墨西哥的圭拉那魁兹洞穴遗址）。丰富的

民族志资料和细致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对我国学者扩展思路和进行透物见人的研究极具借鉴意

义，而且，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对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都具有普适价值，所以本文的讨论并

不局限于旧石器时代和更新世，而是涉及所有含打制石器的考古遗址和狩猎采集社会。

2 栖居形态分析

栖居形态（settlement pattern）在国内通常被译成“聚落形态”，中文的“聚落”主

要指的是村落和聚居点的意思。该术语中英对译在定义或本意上的不同给这种方法的理解

和应用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比如我们可能以为这种方法只是针对新石器时代以后的遗址，

几乎很少有人考虑用它来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临时营地分布。英语的 settlement 是栖居

或定居的意思，它包括人类活动留在地表的所有栖居痕迹，包括从狩猎采集者临时营地到

都市城址在内的所有形态。虽然栖居或聚落形态研究在考古学中并不新鲜，但是戈登·威

利（G.R. Willey）创建的这种方法被考古学界公认为一大创造，并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

重要的方法论突破”[7] 和“美国考古学进入新时代的一个象征”[8]。虽然聚落形态目前多

用来研究史前定居社会的变迁，但是聚落形态最初就是受到流动和半定居社会研究的启发，

所以该方法完全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研究。

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一书中对 settlement pattern所下的定义是:“人

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它是指住宅、其排列方式，以及与社群生活相关的

其他建筑物的性质和安置。这些聚落反映了自然环境、建造者所拥有的技术水平，和各种

维系其文化的互动及控制制度。由于聚落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认同的文化需求所直

接造就，因此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9]。

威利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研究受到了朱利安·斯图尔特（J. Steward）的鼓励，当时

斯图尔特正在从事美国西部大盆地半流动印第安土著的民族学研究，跟随土著部落从一个

地点迁往另一个地点，观察他们栖居在不同地点废弃遗物的方式。他建议威利在考古研究

中采取他对大盆地土著的研究方法，不只局限于研究一群人留在一个地点的遗存，而应当

研究一群人在不同地点留下的遗存来提取生态、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信息，也就是说要从

人类栖居活动的形态来研究人类的文化适应 [10]。

伊文·沃格特（E. Vogt）是这样评价威利的栖居（聚落）形态的：“栖居形态作为

一种关键概念对考古学家来说，不只是因为‘区域’这个因素在许多探究方面十分重要，

而且因为它为推断自然环境关系作为一个方面，而社会政治（也许也包括宗教信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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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方法。应用这个概念，成为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讨论共同

问题的一个起点，以关注人类栖居形态决定因素及栖居形态与文化其他特征之间的相互关

系”[11]。因此，栖居考古又被定义为“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12]。

帕蒂·乔·沃森（P.J. Watson）等学者提出了栖居形态研究的三种框架，一是历时和

过程的框架，即研究某种形态在某地区的历时发展过程。二是共时和功能的框架，研究多

种形态在某时空里的相互关系。三是比较的框架，即观察几个区域里的某种形态 [13]。布

莱恩·贝尔曼（B.R. Billman）指出，将系统发掘和地面调查相结合，栖居形态研究只有

当遗址的年代学分析和功能判定两项工作根据该地区典型遗址的发掘而得到最佳分析时才

最为有效 [14]。

更新世旧石器地点不同的保存条件给栖居形态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我们发现和研

究的地点和材料可能只是原来完整景观里残留下来的偏颇极大的例子，受到各种沉积后的

破坏和扰动，有的地点根本就不是古人类的栖居点。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如洞穴、火山灰

覆盖的地方和欧亚大陆的黄土区，早期人类的栖居形态才有可能被保存下来。而且，一个

区域旧石器地点的共时性很差，很难被看作是同一批人活动留下的各种营地，这给栖居形

态的空间和功能分析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是，考虑到狩猎采集者的行为和文化相对比较

简单，如果环境相对稳定，史前游群的适应方式和栖居形态应该变化不会很大，因此我们

仍有可能从比较大的时间跨度来研究古人类栖居和适应行为的特点和变化。

格林·艾萨克（G.L. Isaac）指出，围绕一处家庭大本营（home base camp）从事各种活

动是古人类行为有别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根本而关键的特点。因此在整个更新世，古人类选择

的营地遗址会具有满足某些生活和适应基本条件的特点，如舒适、安全、便于地形观察以及

靠近水源和食物等。在对东非大裂谷更新世早中期古人类栖居形态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两种

分析的尺度，一是从地理学的总体特征和生态区来考虑遗址和材料的分布，二是将遗址特点

和位置的细节置于单一自然地形单位如湖滨或河谷中进行分析，后者需要详尽的地层学工作

和仔细的古地理重建，在对几处旧石器地点的分析之后，艾萨克认为东非早更新世的栖居形

态与近代热带地区非农业人群的各种生计活动并无二致，特点为保持流动和反复变换家庭

营地。这种栖居特点早在 180 万年之前已经在奥杜威峡谷确立，甚至可能出现在更早的奥莫

（Omo）河谷与库彼福拉（Koobi Fora）的遗址中。对这种栖居形态的分析，可以了解食物

分享和工具制造和使用活动，进而讨论土地利用方式的时空差别和栖居形态的演化
[15]。

肯特·弗兰纳利（K.V. Flannery）对近东晚更新世和中美洲公元前 8000-5000 年前

狩猎采集者栖居形态比较后指出，近东的栖居形态的基本单位是一种“大本营”（base 
camp），大约有 15-40 人，由 3-8 人组成的狩猎小组定期外出狩猎，在临时的“屠宰点”

（butchering stations）将猎物肢解成可携带的部分，然后运回大本营。然而，这种大本营

并非由固定的相关家庭组成，而是各种年龄和男女比较灵活的聚散。而营地的规模也会因

水源、猎物和野生资源的可获性而变化。在中美洲的干燥高地，狩猎采集群以旱季与雨季

食物可获性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栖居形态。理查德·麦克尼什（R.S. MacNeish）定义了两

类居址类型，一类是食物比较丰富的雨季由 15-20 人居住的大游群营地，另一类是旱季由

2-5 人栖居的小游群营地。这两种栖居形态与环境和资源密切相关，近东有蹄类狩猎比较

重要，合作狩猎的群体可能比较大；而中美洲的旱季因很少的有蹄类和极为分散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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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狩猎采集只能以家庭采集群的形式分散栖居 [16]。

1960-1965 年，理查德·麦克尼什在墨西哥特化坎河谷（Tehuacán Valley）进行的多

学科研究中，分析了 23 个复合（共 138 个栖居单位）遗址和 457 个遗址出土的材料。他

把特化坎河谷的栖居形态称为“与地域和生计相关的大小游群季节性时间安排系统”。在

食物丰富的季节，许多家庭或小游群会在河谷底部或各处聚集成大游群。秋季来临时，它

们会分裂，回到他们各自的小游群活动区进行狩猎采集活动。通过这些遗址的共时性和历

时性的分析，麦克尼什得以重建特化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的转变，以及与人地关系和生

计策略变化的技术演变 [17]。

路易斯·宾福德（L.R. Binford）对狩猎采集群的流动性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栖居移

动（residential mobility）和后勤移动（logistical mobility）两种形式。他又将前者称为觅

食者（foragers），即将人口移向资源，而将后者称为集食者（collectors）即将资源移向

人口。这两种移动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环境和资源利用的不同策略而已。一般来说，

栖居移动是小游群比较常见的移动策略，而后勤移动主要是游群的大本营以及半定居和定

居人群的移动方式和觅食策略。这两种不同移动方式会从遗址或季节性营地的规模、石制

品多少以及动植物遗存的特点上反映出来，因而可以从遗址的出土材料分析进行反推 [18]。

旧石器时代栖居形态分析的一项创新是“遗址外考古”（off-site archaeology），该

方法为罗伯特·福利（R. Foley）在肯尼亚南部、乞力马扎罗山北部的安博塞利（Amboseli）
地区的研究中创立。他在 600 km2 研究区内的 257 个采样点采集和记录了大约 8531 件石

制品。根据这些证据，他能够计算出在不同环境和植被区内石制品的废弃率，并根据狩猎

采集群的策略和移动来解释这样的分布形态。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他根据世界上不同地

区许多狩猎采集群的研究，制订出石制品分布的一般性模式。一项结论是，一个大约由

25 人的单一群体在一年中可望在其全年栖居的领地里废弃多达 163,000 件石制品。虽然这

些器物会遍布整个领地，但是大部分集中在大本营和临时营地中。根据这一推论，某遗址

出土的石制品可能仅占全年生产所有器物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将个别遗址的器物组合从

较大形态的一部分来进行解释就极其重要了 [19]。

近些年来，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在栖居形态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

王社江与沈辰注意到，洛南盆地龙牙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虽然在原料构成方面和旷野地点

基本一致，但野外地点直接由砾石加工的工具远多于龙牙洞，而且除了涵盖洞内发现的刮

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三类轻型工具外，还多出了手斧、手镐、薄刃斧、大型石刀、砍砸

器以及石球等重型工具。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时代相同的遗址为何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类型

的文化面貌？作者对阿舍利与克拉克当的关系、家庭营地假说、石器储藏地假说和社会网

络系统诸观点进行了述评，进而指出龙牙洞遗址第 4 层的人类踩踏活动面上的遗存表明早

期居民曾长期在此从事多种活动，并在制作石器的过程中对地面进行了及时清理。所以，

龙牙洞遗址是长期的生活营地，人类长期生活在以之为中心的地区。他们进而评估了人口

规模，认为 10-20 人的小群体更为合理，也认为第二阶地的野外地点与龙牙洞遗址在遗存

组合的差别是由遗址功能导致的 —— 可能是早期人类动植物资源的猎取地，因为在日常

的狩猎采集活动中，既需要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小型切割工具，也需要砍砸器、重型刮削器、

手斧、薄刃斧和石刀等大型的切割工具以及手镐等挖掘工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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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栖居形态研究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从地理学和生态区的框架里研究更新世

狩猎采集群的组织和土地利用，并结合下面讨论的生计形态分析研究有关人口、经济、社

会组织、贸易和冲突等问题。栖居形态在一片区域里的时空分析在相对共时性的层面，了

解不同时期古人类的适应特点，而在历时性的层面观察人地关系的变化和技术文化的变迁，

进而重建旧石器文化在整个更新世的发展和向全新世农业经济的转变。

3 生计形态分析

生计形态在国内主要有生业研究和生计策略两种提法。生业来自日语的“生業”，

而生计策略指人们在生计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更偏向人类学而非考古学。相比之下，生计

形态（subsistence pattern）一词更侧重于食物资源获取在考古学上留下来的形态，旨在探

究文化遗存的功能和狩猎采集群的觅食策略与食谱。这个层面的研究也可以被视为栖居形

态的微观研究，与之不同的是生计分析侧重于研究文化系统组份。这需要我们熟悉文化生

态学的理论和引入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和遗址域（catchment area）[21] 的概念，并在

遗址发掘中注意居住面的揭露和分析，以构成宏观（生态位）、中观（遗址域）和微观（居

住面）三个层次的分析模式。

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看作是对环境适应的产物，这种适应取决于当时社会的技术、

需求和社会结构的协调。由于越是原始的社会越是受制于自然环境，所以文化生态学特别

适用于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这是因为环境条件制约了原始社会的生存方式、群体大小和

相互关系。比如，在资源贫乏的环境里，人类只能以最小的群体单位活动，而且分布十分

稀疏。种子采集、小动物的狩猎只是家庭和小规模群体的单干或合作。而人工制品不再被

视为一种纯粹的器物来研究，而应该被看作是人地关系互动一种中介 [22]。

为了分析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古学借鉴了一些生物学的有用概念，其中

之一就是“生态位”概念，为瑞典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 Barth）率先采用，即 “ 任
何一个族群的‘环境’并不仅由自然条件来定义，同时也取决于他们所依赖的其他族群的

存在和活动。每个群体只是开拓整个环境的一部分，留下其大部分给其他群体利用”[23]。

生态位决不能与环境区域和居址或聚落等简单地理位置相混淆。每片环境区域有其

特定的生态条件和资源，但是生态位更大取决于社会选择利用的这些资源的范围。因此，

生态位是被某文化有选择地栖居的，包括这批群体的觅食采办系统，加上他们与动植物和

邻居的其他关系。于是，两种文化可以在同一环境区域内比邻而居，占居资源不同的生态

位。生态位概念是观察人地关系极为有效的一种方法。自然环境被视为一个庞大的系统，

文化以不同方面参与其中，以各种方式与彼此关联并与周边环境相联系 [24]。

宾福德将农业起源的边缘理论与生态位开拓联系起来 [25]，后来被弗兰纳利发展成旧

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广谱适应 [26]。之后，行为生态学引入到农业起源的研究中 [27]。

生态位构建理论（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强调人类通过对环境的改造来构建新的生态位，

引起体质（与基因）和文化的双重进化 [28]，被布鲁斯·史密斯（B.D. Smith）用来解释动

植物最初的驯化和农业的起源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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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的另一重要概念就是遗址域或遗址资源域分析，这一概念最初为剑桥大学

的克劳德·维塔 - 芬兹（C. Vita-Finz）和埃里克·希格斯（E.S. Higgs）于 1972 年首创，早

期的遗址域研究一是更加细致地了解遗址的生态环境条件，二是深入了解遗址利用的经济

行为，主要涉及生存资源如水、食物、柴火、石料和建材等的采获范围和区域 [30]。维塔 -
芬兹和希格斯在此前提的基础上运用成本 - 收益原理，辅以各种民族志和历史学案例，区

分了不同生计人群所需的日常活动半径。受格拉厄姆·克拉克（G. Clark）《史前欧洲的经

济基础》的影响，由希格斯和加曼（M. R. Jarman）等人组成的古经济学派充分运用了遗址

域分析，研究了欧洲狩猎采集者和农业遗址中的动物利用方式以及聚落与土地利用 [31]。

20 世纪 40 年代，路易斯·利基夫妇（L.S.B. Leakey 与 M. Leakey）在奥杜威峡谷的

发掘中率先进行居住面揭露和分析，成为标志旧石器田野发掘和研究变革的一个转折点。

然而，居住面在对狩猎采集者的民族学观察或晚近考古遗址中较易确认，但是在对旧石

器时代（尤其是早中期）遗址的发掘中，辨认居住面并非易事。比如奥杜威峡谷 Bed I 的
DK 1 遗址发现的石头圈被怀疑是由扎入熔岩层的树根导致的 [32]，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埃

塞俄比亚的迈尔卡·昆图（Melka Kunturé）遗址 [33]。戴斯蒙德·克拉克（J.D. Clark）意识到，

之前所推断的卡兰博瀑布（Kalambo Falls）遗址的居住面很可能是水流作用造成的，他的

研究也转向了探索此遗址中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季节性利用 [34]。

宾福德根据对动物骨骼部位、痕迹的观察，结合遗址的形成过程，也对东非旧石器时

代早期“居住面”是中心营地的说法提出质疑 [35:58]。居住面研究最经典案例是对营地火塘

边活动的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及较晚遗址，火塘边考古材料通常分布有人工制品、动植

物遗存，且表现出了很好的共生关系，比如捷克的下维斯托尼斯（Dolní Vĕstonice）[36]、

乌克兰的梅兹利奇（Mezhirich）[37] 和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南部的马尔塔（Mal’ta）等遗址 [38]。

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 Leroi-Gourhan）在研究平斯旺（Pincevent）遗址第 1
居住区（Habitation No. 1）时，提出了以火塘为中心的居住形态模型。火塘（A 区）坐落

在房屋结构的门道上，是室内（B、C）和室外空间（D-G）的交接处，用以解释火塘两

侧由高密度的室外区域和低密度的室内区域的组成 [39]。然而，在参照了纽纳缪特爱斯基

摩人和博茨瓦纳纳罗（Nharo）布须曼人在火塘边活动的规律之后，宾福德认为露天火塘

周围会形成骨头的前掷区和后掷区，在人和火塘之间会形成散落区。他认为平斯旺遗址的

火塘比较符合自己对露天火塘的观察，认为平斯旺的三个火塘其实是由于风向改变导致火

塘位置挪动的结果，这样也就否定了皮帐篷（室内与室外）的重建模型 [35]。在后续研究

中，史蒂芬·朗（S.A. Lang）用图像处理技术研究了这三个火塘与周围石器和骨骼的分布，

显示出火塘边活动的复杂性，很难完全支持或否定宾福德或勒鲁瓦 - 古尔汉的解读，而且

动物骨骼材料可能受到了自然营力的改造 [40]。

4 经典案例：圭拉那魁兹

肯特·弗兰纳利对墨西哥瓦哈卡（Oaxaca）河谷圭拉那魁兹（Guilá Naquitz）洞穴的发

掘报告，是一部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成功结合的典范。是用具体发掘来研究狩猎采集者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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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计形态，并检验有关农业起源理论的成功尝试。报告详细涉及遗址时空背景、生态环境、

发掘过程、打制石器和其他人工制品分析。根据对洞穴各居住面的空间分析，弗兰纳利得以

重建狩猎采集群的遗址季节性利用和觅食策略的时间安排，并通过动植物利用的量化分析，

探究栽培作物的起源。最后，作者采用电脑建模对史前社群的觅食策略根据气候环境和人口

变动因素进行动态模拟来印证考古遗存形成的解释，并对农业起源的理论进行了检验。

1964 和 1966 年，瓦哈卡项目在河谷东部调查了 60 多处洞穴、岩棚和旷野遗址，以

寻找前陶期遗址。其中挑选了 10 处遗址进行了试掘。最后选定发掘圭拉那魁兹，这是一

处位于一条小峡谷边缘的岩棚，堆积厚度 1.2 米，面积 40 万平方米，开了 64 个 1 m2 探方。

其年代正好处于前陶期范围，文化和动植物遗存因干燥条件而保存良好，是研究农业起源

比较理想的一个地点。

前陶期各文化层从大约公元前 8750-6670 年（上面还有少量形成期和后古典期材料）。

这个年代基本处于古印第安时期（相当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向古代期初（相当于旧大陆

的中石器时代）的过渡。对不同层位出土花粉样本分析，提供了荆棘林、橡树和松树林等

当地植被波动的序列，并从出土的大植物遗存和动物骨骼了解野生资源的可获性。

发现的可鉴定大植物遗存超过 21000 件，主要是橡子，还有龙舌兰、豆荚和豆子。还

有十几种数量较少的其他物种。虽然可食植物很多，但是穴居者只选择少数几种作为主食，

橡子在秋季采集后被储存起来以便全年利用。遗址里出土的一些西葫芦籽从形态上看已驯

化，加速器质谱法断代为10000-8000年前，比中美洲其他驯化物种如玉米和豆类等早数千年。

至少有 360件可鉴定骨片来自狩猎和诱捕的动物，用骨片数量（身体部位和出土位置）

和最少个体数（估计肉消费量和维持这些动物所需的区域）进行了统计。当时肉食主要来

自鹿和棉尾兔。对各居住面的遗址域分析表明，植物需求要 5-15 hm2 以上的面积，两头

鹿至少要 17 hm2 的荆棘林，五只棉尾兔需要 1.6 hm2 的土地，石器原料来自 50 km 以外。

前陶期地层出土了 1716 件打制石制品，1564 件不见加工痕迹。几乎每层居住面上见有

剥片的证据 —— 石核。仅见 7 件投射尖状器或矛头，应是男子的狩猎工具，而女性活动多

与凹缺石片相伴，可能与龙舌兰和仙人掌果等加工有关。石核和废片分布表明，男女都从事

剥片工作。碾磨石与植物加工有关，主要用来碾磨橡子粉。一些编织物如网、席垫、篮子和

绳索也保留下来，还发现少量木器、茅草或仙人掌，包括取火钻和石器装柄的仙人掌胶球。

居住面材料的分布用三台电脑进行分析，以评估活动区和劳动性别分工。各居住面每

个探方不同材料频率所组成的数据，由电脑转换为密度轮廓线图。六个居住面显示出许多重

复的形态，很可能反映了洞穴中某些有组织工作的规律。这些形态颇为复杂，不能简单分为

男女工作区。它们包括加工植物、烘烤龙舌兰、咀嚼龙舌兰、生吃果实、工具制作、屠宰、

炊煮、食用动物和丢弃垃圾。分析还分辨出进出洞穴的走道和洞内火塘周围的各种活动区域。

圭拉那魁兹是一处小游群营地，人数大约四五个，应是一个家庭。居住时间在秋季，

大约从 8 月底（牧豆收获季）到 1 月初（橡子收获季结束）。从栖居形态看，瓦哈卡的许

多洞穴和岩棚是旱季的小游群营地，有一处旷野遗址盖欧希（Gheo Shih）是一处雨季的

大游群营地，聚集了大约 15-20 个人。那里出土了由两排巨石竖起的仪式区 [41]。

采集野生植物是这里的主要活动，到了前陶期晚段，出现了向食物生产的转变。为了解

农业起源动因，该项目采用电脑建模，模拟一个假设的五人游群从一种无知状态开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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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试错，逐渐学会了在洞穴周边环境里对11种主要植物的采获策略安排。模拟的每一步，

程序设计这些觅食者面对年度不可预测的干湿变换以提高获取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效率。根据

仿智理论，该模拟的觅食者所建立的一套稳定资源采集的时间安排（干旱、普通年份与潮湿

年份的两分）酷似圭拉那魁兹发掘所见的情况。随着引入早期农业，主要栽培西葫芦和菜豆，

资源利用也发生变化。模拟中并没有用年代长度——不知道一个真正群体实际要花多长时间

才能学会栽培。该系统也没有采用农业的“触发因素”，如人口压力或环境变迁。对瓦哈卡

河谷来说，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人口增长，都未必能解释那里的农业起源。采纳农业的主要

原因，是为了稳定每年食物供应变动的影响，是先前狩猎采集策略的一种延伸而已 [42]。

圭拉那魁兹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第 13 章“实践中的考

古学”里被伦福儒和巴恩列为五个经典案例之首 [2]。圭拉那魁兹给我们的启发是，对于一

项高水平的研究，问题意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设计是何等的重要！我国类似圭拉那魁兹

的史前遗址恐怕也不在少数，但是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和多学科方法介入，我们可能就按常

规操作，划分下地层，把石制品挖出来分类描述一番，动植物鉴定罗列后写个简报完事。

这种简单、粗糙、盲目的低端研究对于不可再生的考古资源和所花的人力和财力而言都是

一种巨大的浪费。

5 讨论与小结

本文提出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要重视栖居和生计形态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考

古学不能停留在和满足于现象和材料的描述和罗列，应该努力探究材料背后的形成原因，

进而重建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探索文化的变迁。这样才能把静态、残缺、扭曲和无言的

物质遗存转变为一种动态的历史重建。这是对这门学科和从业人员的挑战。我们现在知道，

石制品本身所含的文化和行为信息十分有限，主要涉及方面包括打片技术（工艺和类型）

和用途（功能与微痕）。因此，这门学科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可能不在于石制品本身，而

是需要开拓石制品生产和使用的那个生态环境和社会背景。这需要从遗址共生的其他生态

物和当时的地理环境入手，将人工制品看作人地关系互动的产物来研究。因此，引入栖居

和生计形态的分析维度，能够扩展旧石器研究的视野与范围，增加研究背景的信息量，将

旧石器分析提高到古人类行为重建的层次。为此，旧石器研究的从业者必须补上狩猎采集

人类学基础知识，以及文化生态学、系统论和居址（聚落）考古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同

时也需要开发中程理论，加强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的方法论训练，摆脱纯描述性的分

类范式，探究影响石制品组合的多种因素（原料、资源、季节性、觅食策略、石制品组合

与遗址功能等）。这样，旧石器研究才能从遗物（石器）为中心的研究转到以遗址和人类

行为为中心的问题上来。

本文认为旧石器考古应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是遗址内（intrasite）也即居住面分析，

考察活动区、人工制品、动植物遗存之间的共生关系；第二个是遗址域，考察某遗址生存

资源的来源与采办方式；第三个是遗址间（intersite）也即栖居形态分析，考察狩猎采集

者对一个区域不同生态位的利用和聚散方式。在探索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栖居和生计形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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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充分和有效地提取遗址和考古材料中的各种信息，从观察和测量上升到数据模式

的综合，进而借鉴狩猎采集者的民族志资料来重建史前的狩猎采集社会。

但是要找到能够满足这类研究要求的考古遗址并非易事，大部分旧石器地点都经历了

形成后的改造和扰动，已经面目全非。所以在发掘和分析中，我们首先要进行遗址形成过

程和埋藏学研究。文化和自然动力对遗址的影响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大小的问题。它

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类

行为的重建。我们所面对的考古记录是一种扭曲的人类活动的碎片化图像。对于考古学家

来说，对文化遗存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环境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这门学科的基础 [43]。

我国旧石器考古在遗址内分析已有值得称道的尝试，比如 1970 年代盖培和卫奇在对

虎头梁遗址进行发掘时就采用了水平揭露的方式 [44]。1990 年代，在德斯蒙德 · 克拉克访

华期间，卫奇对半山遗址进行了发掘，首次采用规范的方法进行发掘，观察地层的埋藏状

况详细记录文化遗的分布特点，分析了所有出土的石制品 [45]。1990 年 7 月，中美泥河湾

考古队对飞梁进行了科学发掘，观察了考古材料的埋藏情况，详细记录了石制品的水平和

垂直分布，还尝试了拼合研究 [46]。之后，岑家湾 [47] 和马圈沟 [48] 等遗址的发掘也采取了

规范的发掘和研究方法。湖北荆州鸡公山遗址的下层也发现了近 50 m2 的居住面，可能是

一处比较固定的季节性营地 [49]。

居住面分析近来也在山西省旧石器发掘中尝试，王益人在对襄汾县老虎坡和九龙洞

遗址采取了活动面的发掘和分析，并用石制品拼合来了解它们的分布规律。特别是九龙洞

遗址，50 m2 出土了 4000 余件石制品，其中 2000 件集中在 4 m2 见方，厚 40 厘米的堆积中，

可拼合石制品达 588 件，有 108 个拼合组，拼合率达 22%。初步判断为一处石器加工地点，

而成品较少，可能已被带走（与王益人交流）。

由于上述这些旧石器地点大多是旷野遗址，动植物遗存发现相对较少，为觅食和生

计策略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比如小长梁、东谷坨和丁村遗址等许多地点，都不同程度

受到自然动力的扰动，难以发现理想的居住面。而像虎头梁、柿子滩和水洞沟等遗址则有

很大的潜质来发现居住面并进行栖居形态的遗址间研究。但是有的居住面难免会引发争议，

比如哈尔滨闫家岗两处动物骨骼围成的圆圈被认为是古人类的营地遗迹 [50]。但由于遗址

位于松花江的河漫滩上，有可能是受地质营力影响所致，其人工性质受到了质疑 [51]。对

于这类遗迹，遗址形成过程和埋藏学研究至关重要，并在下结论时尽量采取谨慎态度。东

非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旷野营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可见史前遗址形成的复杂性和判

断依据的不确定性。尽管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邂逅理想的地点永远是种运气，但是我们

脑子里始终应该具有问题意识和科学远见，在调查和发掘中积极寻找可能保留有各种人类

活动和生态物的潜在区域，并对遗址扰动要有充分的预判。

伦福儒总结了当下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2]。首先，田野项目要有明确的研究目的，

需要解决过去的特定问题。其次，生态学方法表明，只有着眼于整个区域及其环境而非孤

立的个别遗址，诸多重要问题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第三，须要引入田野调查和有选

择发掘的新技术，伴以数理统计的采样程序和优化的提取方法，包括对出土遗物的干筛或

水选。这些都是当代田野工作的关键要素，它们的广泛应用已首次创建了一门真正的世界

性学科：一门地理上覆盖全球、在时间上贯通古今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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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能在石制品分析如原料产地和质地、打制技术、废片拼合

与操作链及微痕分析等日益精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栖居形态和生态位分

析概念，借鉴民族志狩猎采集群的适应方式作为思考分析的蓝图 [52]，那么我国的旧石器

研究有望比肩国际水准，为成为一门真正的世界性学科做出贡献。

谨以此文恭祝吴新智院士 90 华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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